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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下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再探究①

——基于 CGSS2021 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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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 摘要 ]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仍然是学术界的重要议题。基于 2021 年“中

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的数据，本研究引入了社会心理学的社会生态适应模型，旨在以新的视角

探究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入影响机理。研究结果发现，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主要受到受教育水平、语言

能力、住房产权和婚姻状况四个方面的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不仅整体性作用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还

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他们的经济立足、政治参与、人际交往和身份认同水平。通过实证检验社会生态适应模

型中的关键因素，本研究进一步挖掘了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深层次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综上，本研究以社

会生态适应模型为实证研究视角筛选和确定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关键因素，为下一步有效缓解农民工

社会融入困境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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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研究背景

流动人口指出于工作、生活等目的离开户籍所在地并异地居住的人员 [1]。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中国国内的流动人口呈现出城乡流动的鲜明特点，主要体现为农民工的跨地区迁徙。农民工是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主力军，是户籍仍在农村，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 6 个月及以上

的劳动者，外出农民工则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 [2]。伴随工业城镇化向土地城镇

化、人口城镇化推进，农民工入城规模逐渐扩大。2022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指出，全国外出农民工为

17190 万人，比 2021 年增加 18 万人，增长 0.1%；其中跨省流动 7061 万人，比上年减少 69 万人，下

降 1.0%；省内流动 10129 万人，比上年增加 87 万人，增长 0.9%；由乡入城的流动比率稳中有升 [2]。

人口流动现象在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和人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关注 [3]。社会

科学学界已有研究较为集中地关注流动人群以整体形态呈现出的社会问题 [4]，而心理学和其他行

为科学的关注视角则集中于流动人口个体层面的心理现象 [5]。在跨文化心理学领域，对于流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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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整体和个体的研究得以结合起来，相关研究主要结合了跨文化心理学中的“社会生态适应”概念

[6] 和发展和社会心理学中的文化认同概念 [7]，综合考量流动人群社会文化层面的问题和个人心理

层面的问题。

既往研究认为，中国外出农民工呈现出城乡间往返的显著特点 [8]，且呈现出“由乡入城”“由

城返乡”的生命轨迹代际传承的特征 [9]，其“返乡”行为背后蕴含着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

同问题 [10]。因此，外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作为一个流动人口问题，值得社会科学和心理学领域共同

关注。

2022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为 13256 万人，进

城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和适应度不断增强 [2]。进城农民工中，45.7% 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

的“本地人”，较 2021 年提高 4.2% ②。从进城农民工对本地生活的适应情况看，85.2% 表示对本地

生活非常适应和比较适应，较 2021 年提高 2.2% ③。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民工新增流动比

率显著低于新增城市落户比率，仍有较高比例的农民工选择在由乡入城后离城返乡。在农民工规模

扩大与流动增强的趋势下，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程度与影响因素的研究尤为重要。当前，农民工社会

融入的社会文化与内部心理因素为何？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社会生态适应过程和社会融入程度的差

异性如何？相关社会生态适应模型是否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解释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在

上述研究问题下，本研究尝试使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视角筛选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程度的主要因

素，有利于了解新时期中国农民工在城乡间的处境，为进一步有效缓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提供必

要参考。

2 相关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农民工流动与融入的主要理论视角

由于农民工属于流动人口重要的一个分类，现有农民工流动与融入的相关研究主要采用社会

流动的分析框架。社会学领域对于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以两种分析框架为主：一是以社会结构为

分析框架，并引入社会流动概念，用以考察伴随流动中的社会成员的流动模式、流动动力和规模等；

二是以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为框架，解释流动人口的个体流动过程 [11]。

除了上述两种分析框架之外，有研究通过界定“社会融入”概念构建农民工问题的分析框架，

提出了五种融入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尝试为农民工社会融入的调查与测量制定一套具有普适性、

系统科学的量化指标体系，用以指导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数据收集与数据检验 [12]。对于社会融入的

界定，相关研究主要考察从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到身份认同的过程 [13]，构建农民工进

入城市地区后认同与适应的融入过程体系 [14]。也有研究将身份认同界定为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

心理基础，强调不同的身份认同对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程度与融合方式的决定作用 [15]。以上研究

多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归因于流入地的户籍政策、住房供给条件等社会性因素，将社会融入

视为从隔离、选择性融入到融合的递进过程 [8]。

②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 2022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③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 2022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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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分研究则以家庭框架考量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提出农民工生活方式与生命轨迹的“代

际更替”现象，但暂未使用更具系统性和解释力的理论模型对这一显著现象进行说明与剖析 [9]。

后续研究延续这一关注，基于多点追踪调查法收集的经验材料，明确城市地区的农民工具有背离

个体化趋势的“家庭化”特点，并关注游离于城乡之间的“半城市化”群体，做出“流动的新传统

主义”的结论 [16]。

2.2 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的社会融入研究

伴随着社会经济背景的变迁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包含农民工群体在内的流动人口的社会

融入问题日益得到社会学与心理学等跨学科领域的共同关注。社会学界已有研究更集中地关注社

会融入以群体形态呈现出的社会问题，而心理学和其他行为科学领域则将关注视角集中于社会融

入过程中个体层面的心理现象。

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视角逐渐从经济领域扩展至社会心理学领域，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被引

入研究之中。有研究以“边缘性”概念为农民工的社会认同问题做出定位，并引出入城农民工“半

城市化”的构念，指出部分农民工介于回归农村和融入城市之间的不明朗状态，用以分析农民工在

城市的融合问题 [17]。也有研究将“权力剥夺”的视角引入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中，关注农民工城

市地区“流动但不定居，定居但不融合”的显著现象 [18]。目前，社会学界已将社会心理学领域关于“融

入”和“认同”等理论引入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的研究领域 [10]。

既往的经典社会生态适应模型大多采用聚类分析策略，进行了面向跨国移民青少年的社会生

态适应调研，探寻其社会生态适应态度、文化认同以及心理适应、社会文化适应的状况 [19]。但此

类研究仅面向西方国家移民青少年，尚未将研究拓展至非西方国家的移民青少年或西方国家的成

年移民。因而，为探寻经典社会生态适应模型和文化适应理论的普适性与有效性，在中国进行本

土化的农民工社会生态适应、认同与适应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概而言之，中国农民工的社会适应问题已在社会学学界具有广泛的实证研究。但在此领域，

社会心理学视角的研究仍有待探索，西方社会心理学关于迁移流动人口问题的理论模型在中国农

民工问题中的应用尚不丰富。引入社会生态适应模型和文化适应理论，有助于与传统的社会学理

论结合，为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补充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支持；同时也有助于将农民工的文

化适应和社会生态适应问题从群体层面向个体心理层面拓展，为相关研究的空白提供一定程度的

补充。

因此，本研究将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与文化适应理论作为探究中国农民工社会适应问题的理论

支撑具有较高的价值，通过检验“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中影响流动个体社会生态适应和文化适应

的因素的作用或表征，试图以此挖掘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进一步深入解读中

国流动人口中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入问题。

2.3 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与研究假设

社会生态适应模型根据个体社会生态适应方式的多样性将社会生态适应策略进行分类，一是

对保有流出地原有文化和群体身份的态度；二是对融入流入地社会和社会认同的态度 [20]。据此，

社会生态适应策略被分为同化、整合、分离和边缘化。同化策略指迁移流动人口个体放弃保持原

有文化认同，但融入并采取流入地社会的文化认同；分离策略指个体保有原有文化认同，而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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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流入地社会；整合策略指个体既保有原有文化，又选择融入流入地社会；边缘化策略则往往

由于社会排斥或歧视而放弃融入流入地社会，又因原有文化丧失等原因而不再保有原有文化。

社会生态适应研究要求对迁移流动人群心理层面和文化层面的社会生态适应现象分别加以概

念化和测量。在农民工的融入和认同的测量维度上，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需要，对社会融入

指标的操作化界定有较大差异，但总体集中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几个关键领域。具体测量维

度有戈登的“结构－文化”二维度融入 [21]、杨格塔斯的“结构－社会文化－政治合法性”三维度

融入 [22] 和恩泽格尔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接纳”四维度融入 [23] 等。国内学界主要沿用恩泽

格尔的四维度融入测量路径 [24]，或采用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等

五个方面的测量指标 [25]。

本研究遵循社会融入感多维测量的考虑、涵化模型的测量要素及数据的可操作性，主要参考

和借鉴恩泽格尔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接纳”四维度融入指标，一方面更加强调对两种群

体文化接触并社会生态适应前的特质进行考察；另一方面则从个体心理层面强调考察个体心理变

化、行为变迁和社会生态适应应激反应，兼顾内部性的心理变化和社会文化方面的文化适应，从

而考量适应与社会生态适应结果 [26]，最终将社会融入程度划分为经济立足、政治参与、人际交往

和身份认同四个层面。

图 1 展示了本研究的研究框架以及相应指标的操作化，分别对农民工社会生态适应进行文化

或群体层面和个体或心理层面的梳理。

既往理论与实证研究中，社会生态适应各

维度指标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受教育水平、健

康水平、年龄、性别、户籍类型、工作性质、

婚姻状况、语言能力、住房模式等因素 [4][12][24]

[27]。

首先，社会融入的经济水平指标由就业机

会、工资水平等具体指标构成，通过受教育水

平等人力资本的差异产生分化 [27]，并且受教

育水平和语言能力等文化资本也通过影响农民工的文化适应能力作用于社会融入过程。语言能力

作为迁移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重要文化资本，对于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工作类型和收入水平产生影

响 [28]。

其次，社会生态适应的公共参与和人际交往指标由邻居交往、居委会参与等指标构成，并受

到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态度影响。诸多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态度和社会融合程度受到

其是否在婚、是否具有配偶的婚姻状况影响 [29]。学界对于农民工的婚姻状况的关注聚焦于婚姻与

流动模式、社会融合、城市化发展的相关性研究。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迁移，是中国农民工群体的

主要迁移特点之一 [16]。在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下，农民工群体对于“家”的认同主要依托于家人

所在地，因此，已婚或与恋人同居的农民工在城市地区具有更强烈的定居意愿。此外，中国农民工

群体的返乡或定居城市的意愿和行为呈现出鲜明的年龄阶段性特点。在婚龄单身农民工群体中，

男性往往将积累一定财富后返乡建房结婚生子作为在外打工的奋斗目标 [9]；而婚龄女性农民工则

图 1　基于社会生态适应模型的操作化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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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由于家庭压力和传统观念，被迫或主动返乡结婚 [30]。相反，婚姻状况为在婚或同居的农民工在

城市地区定居或留在城市的主观意愿更强，返乡成家的压力也更轻，因此在城市地区呈现出更高

的社会融入度。此外，语言能力也对于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交往、文化适应等融入过程具有影

响 [31]，并作用于农民工自我认同与底层的主体建构 [32]。

此外，社会生态适应模型认为，身份认同指标主要由收入水平、社会地位感知等具体指标构成，

并在实践中可能受到住房模式、消费水平等因素影响。根据现有研究，在城市地区从事非农工作

的农民工以雇主或单位提供的住房和工友群体的“群租房”为主要住房来源，多位于市郊、城乡结

合部的“城中村”，且多为“工棚”等临时建筑，存在居住拥挤、生活设施简陋、卫生条件差、治

安混乱等影响居住感受的问题 [33]，而住房问题中住房产权所有对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感知、定居

意愿和融入感具有较强影响 [28]。

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1：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受到受教育水平的影响。

研究假设 2：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受到婚姻状况的影响。

研究假设 3：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受到住房产权的影响。

研究假设 4：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受到语言能力的影响。

3 数据、变量与分析策略

3.1 数据来源

对于农民工社会生态适应策略与文化适应的评估，主要参考社会生态适应模型的分析框架与

分析机制，考察农民工在务工城市地区的生活方式、语言使用、文化认同、社交行为、身份认同以

及未来生命规划。

本研究数据来自 2021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该调查采用多阶分层抽样的方

法，以中国 22 个省、4 个自治区（不含西藏自治区）、4 个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共 2801 个区县单

位为初级抽样单元（PSU）。数据库统计了其涉及年限内居民的基本信息，与本文研究相关的变量

大致包括：性别、年龄、户籍登记地、职业收入、语言使用、教育程度、是否拥有住房、社会态度等。

现有研究与理论中，“户籍类型”往往被视为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中介变量 [17]。笔者根据研究

需要，对数据及数据形式进行了清理和调整。样本对象为户口类型为农业户口、居住于城市地区、

从事非农工作的人，共 1073 个分析样本。

3.2 变量及其测量

3.2.1 因变量及其测量维度

本研究试图分析农民工社会融入度影响因素的差异性，根据社会生态适应模型的四个维度的

指标，将经济立足水平、公共参与水平、人际交往水平和身份认同水平作为因变量，并将四个因

变量加总为主要因变量“社会融入度”。由于社会生态适应模型的同化、整合、分离和边缘化四类

策略对应着不同程度的社会融入度，故本研究将社会生态适应模型的融入程度差异操作化为农民

工社会融入度的差异，将经济立足操作化为收入水平，收入条件处于平均水平及以下为 0，收入

条件处于平均水平以上为 1；公共参与操作化为政治参与，未参与居委会投票为 0，参与为 1；人

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下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再探究——基于 CGSS2021 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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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交往操作化为与社交活动频率，不频繁为 0，频繁为 1；身份认同操作化为社会地位的主观感知，

中位以下为 0，中位及以上为 1。“社会融合度”由社会融合操作化的四项具体指标合并而成，赋

值 0~4。

3.2.2 关键自变量与控制变量

现有研究一般认为，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包含人际互动与社会关系等社会资本、

教育程度等人力资本，以及性别、年龄、工作时长、老家居住地和语言掌握情况等 [34][35]。

在本研究讨论的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中，对流动人口群体的社会生态适应评估主要涉及以下因

素：两个群体在接触前已存在的人格调整与能力禀赋；文化接触后群体双方的态度、行为与社会

身份或群体归属认知。具体而言，包含健康状况、沟通能力、自我意识、缓减压力、被接纳感、文

化熟练行为等 [36]。在社会生态适应的实际测量与研究预测中，心理适应与社会适应的区分得到证

实 [37]。在具体评估因素外，该模型提出区分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的评估要求，并采用沃德等

学者对于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的区分。

基于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以及既往研究结果，本研究选取检验的关键自变量为受教育水平（小

学 以 下 =0，

小 学 =6，初 中

=9，职 高 普 高

和技校 =12，大

学 专 / 本 科 含

非 全日制 =16，

研 究 生 及 以 上

=19）、 婚 姻

状 况（ 非 在 婚

=0）、住房产权

所有（否 =0）、

语 言 能 力（ 赋

值 1~5）。

为 控 制 其

他重要因素的影响，本研究纳入了年龄与性别的控制变量，以此检验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因素在

控制潜在的中介变量之后的净效应。既往研究表明，个体的年龄和性别等因素在社会融入过程中影

响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经济能力和政治参与等多个社会融入指标以及社会融入的实践与个体感知，

从而对社会融入度产生影响 [38]。由于 CGSS2021 的调查对象为 18 岁以上成年人，且我国法定劳动

人口为 16 岁以上、男性 65 岁以下人口、女性 60 岁以下人口，因此本研究根据研究需要，将样本年

龄局限于 15 至 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按照 10 岁组划分并赋值，具体变量赋值参见表１。

3.3 分析策略

本研究涉及的分析模型为多元线性回归。具体模型如下：

Y=a+b1X1+b2X2+…+biXi+ε

表 1　农民工社会融入因素的变量与样本分布

变量名称 赋值说明 样本数 百分比 变量名称 赋值说明 样本数 百分比

社会融入度 低 =0 277 25.8 语言能力 完全不掌握 =1 30 2.8

较低 =1 390 36.3 较不掌握 =2 148 13.8

中等 =2 213 19.9 中等掌握 =3 520 48.5

较高 =3 39 3.6 较好掌握 =4 259 24.1

高 =4 0 0 完全掌握 =5 116 10.8

住房产权所有 是 =1 548 51.1 年龄段 15-24 岁 =1 66 6.2

否 =0 525 48.9 25-34 岁 =2 280 26.1

婚姻状况 在婚或同居 =1 844 78.7 35-44 岁 =3 292 27.2

不在婚 =0 289 21.3 45-54 岁 =4 260 24.2

受教育水平 未受教育 =0 31 2.9 55-64 岁 =5 132 12.3

小学学历 =6 128 11.9 性别 “男”=1 536 50.0

初中学历 =9 358 33.4 “女”=0 537 50.0

高中学历 =12 228 21.2

大学本科学历 =16 310 28.9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19 1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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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 表示因变量农民工的经济立足

水平、公共参与水平、人际交往水平、身份

认同水平和社会融入度，X1，X2，…，Xi 分

别表示模型中的自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

（详见实证分析部分），截距 a 表示自变量

和控制变量均为 0 时，因变量 Y 的平均取值；

回归系数 bi 表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

下，自变量 Xi 每变化 一个 单 位，因变量 Y

的平均变化情况。ε 表示随机项或残差。

农民工社会融入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四维度指标影响

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模型 1 是控制变量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度的回归结果。

模型 2、模型 3、模型 4、模型 5 分别增加了一个影响因素进行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表 3 呈现关键自变量对农民工社会生态适应不同维度的差异性影响，其中模型 a、模型 b、模型 c、

模型 d 分别以经济立足水平、政治参与水平、人际交往水平和身份认同水平作为因变量。

4 主要分析结果呈现

4.1 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表 2 的实证研究结果，农民工社会生态适应整合指标的社会融入度受到受教育水平、婚

姻状况、住房产权所有和语言能力的影响。在表 2 中，模型 2 的结果显示受教育水平拥有对农民

工社会融入感得分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受教育水平每增加一年，社会融入感得分提高 0.030 分，

相比于模型 1 决定系数 R 提高了 0.014，F 值为 7.013 且统计显著，并且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结果表明假设 1 得到验证，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会显著影响其社会融入感。既往研究多从人力资

本或个体社会适应能力的角度分析受教育水平与社会融入的相关性 [39]，也有研究从社会排斥的视

角进行分析 [40]，均得出教育水平高者迁移与定居城市意愿更强、受教育水平显著影响社会融入的

结论 [41]。模型 2 的结果与既往研究结论相符，进一步论证了受教育水平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程度的

影响。

在社会生态适应机制中，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心理适应突出个体情绪方面，关注个体情绪方面

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其中婚姻状况作为个体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影响因素被纳入考察。

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加入了婚姻状况变量，发现婚姻状况是否在婚或同居对农民工社会融入

感起显著积极影响，婚姻状况为在婚或同居的农民工比婚姻状况为不在婚的农民工社会融入感得

分高 0.207 分，模型 3 比于模型 2，R 方变化量为 0.008，F 值为 7.303 且统计显著。结果表明，农

民工的婚姻状况会显著影响其社会融入感。模型 3 的结果验证了农民工婚姻状况对社会融入的影

响，回应了既往研究对农民工群体婚姻状况与心理适应和社会适应的关注。婚姻状况作为影响个

体心理适应的因素，对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具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社会生态适应模型对

于家庭形式 [16]、人际交往、个体心理 [10] 与社会融入水平的相关性说明匹配，表明是否在婚或有配

表 2 农民工社会融入度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年龄段 0.045* 0.094*** 0.069** 0.035 0.043

性别 0.107* 0.083 0.093* 0.087 0.091

受教育水平 0.030*** 0.032*** 0.029*** 0.024**

婚姻状况 0.207** 0.163** 0.164**

住房产权所有 0.238*** 0.245***

语言能力 0.058*

常量 0.822*** 0.338** 0.233 0.286* 0.116

调整后 R 方 0.006 0.020 0.028 0.044 0.047

R 方变化量 0.002 0.014 0.008 0.016 0.003

F 值 3.551** 7.013*** 7.303*** 9.148*** 8.123***

注：* 表示 P<0.10，**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下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再探究——基于 CGSS2021 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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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对于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交往和个体心理适应有着正向影响 [29]，使在婚或有配偶的农民工在

社会融入指标上的表现整体高于未婚或无配偶的农民工，回应了本研究对婚姻状况与社会融入程

度的假设。

既往研究表明，个体经济地位感知和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入程度具有相关性，而农民工在流入

地的住房模式选择也影响农民工的地位感知和身份认同 [42]。住房产权所有作为农民工住房模式的

表征之一，对于测量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有着较高的重要性。根据模型 4 的结果显示，住房产

权所有积极显著影响社会融入感，拥有住房产权的农民工比不拥有住房产权的农民工社会融入感

得分高 0.238 分。模型 4 相比于模型 3 决定系数 R 提高了 0.016，F 值为 9.148 且统计显著。

模型 5 的结果显示，语言能力对农民工社会融入感起显著积极影响，农民工的普通话掌握程

度每增加一个单位，社会融入感得分高 0.058 分。模型 5 比于模型 4，R 方变化量为 0.003，F 值为

8.123 且统计显著。结果表明，农民工的语言能力会显著影响其社会融入感。模型 5 的结果表明，

对于农民工而言，流入城市地区后，普通话掌握能力对工作、生活和社会交往等多方面产生着显

著作用。既往研究认为，语言能力是农民工与流入地居民沟通的基础条件，会影响农民工对当地

文化习俗的了解程度，从而对农民工对流入地文化的接纳程度产生影响 [43]。此外，社会融入过程

中社会支持网络对于文化适应、心理适应和社会适应均具有重要影响 [44]，而语言能力影响农民工

与当地居民或工友的交往活动，从而影响其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

综上，研究结果验证了本研究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假设，并回应了既往研究关于社会交往能

力和沟通能力对于农民工社会关系建构与社会融入影响的研究结论 [33]。

4.2 社会生态适应四维度指标的影响差异性分析

根据社会生态适应模型，农民工的社会融入过程包含社会文化适应过程和内部心理适应过程，

并且由具体的经济立足、政治参与、人际交往和身份认同四维度指标构成。根据实证研究结果，由

四维度指标整合而成的社会融入度受到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住房产权和语言能力的显著影响，

但这些因素对于不同维度指标的影响机制和影响程度存在一定差异性。

4.2.1 经济立足水平

表 3 显示，模型 a 中农民工的经济立足水平受到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住房产权和语言能力

的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其次是住房产权所有与语言能力。模型中，农

民工以收入水平为主要表征的经济立足水平是社会融入的指标之一，并由此指向融入过程与结果

的差异。在影响经济立足水平的因素

中，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包括受教育水

平与技能培训经历等多个方面 [27]。

既往研究一般认为，由于受教育水平

和语言能力是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综

合能力的证明与反映，拥有良好教育

的农民工不仅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与

择业优势，受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也

通过薪资水平和购房能力等因素影响

     表 3　农民工社会生态适应四维度指标影响的组间差异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a 模型 b 模型 c 模型 d

年龄段 -0.012 0.060*** -0.072*** 0.006

性别 0.149*** 0.027 0.084*** -0.014

受教育水平 0.035*** 0.034*** 0.006 0.014***

婚姻状况 0.061* 0.037 -0.104** 0.080*

住房产权所有 0.061** 0.011 0.101*** 0.087***

语言能力 0.053** 0.010 0.04** 0.062***

常量 -0.416*** -0.522*** 0.524*** 0.057

F 值 32.176** 26.551*** 13.496*** 6.660***

注：* 表示 P<0.10，**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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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农民工群体的社会适应和社会参与能力 [1]。

4.2.2 政治参与水平

表 3 中，模型 b 表明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水平同样受到受教育水平的显著影响，而婚姻状况、住

房产权所有和语言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在社会生态适应模型的分析框架中，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主

要以居委会和人大代表等投票行为的参与作为表征。既往研究认为，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主要受到政

治制度安排、政府公信力的影响，也有研究认为流入地的社会接纳或排斥程度是主要影响因素，但

多数研究均将受教育水平视为农民工或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影响因素 [45]。在本研究中，农民工的

受教育水平不仅作为人力资本影响农民工的经济收入，也通过影响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识与政治

参与能力影响其社会融入指标。

4.2.3 人际交往水平

农民工群体的婚育问题作为传统乡土社会中家庭代际责任的表征 [29]，深刻影响着当前农民工

群体在流入地区的生活状态与个人发展选择 [9]。既往研究认为，乡土文化传统和家庭化使农民工

承担巨大的家庭代际责任，关于婚育的亲情、伦理、习俗传统等因素强烈影响农民工群体的心理

与生活方式 [29]，有损单身农民工群体对定居城市的意愿与选择 [16]。此外，诸多研究表明，当前中

国农民工群体内部的性别比严重失衡，构成了数量巨大的大龄单身男工群体，并增加了单身农民

工对于婚育的心理压力 [46]；而单身女工群体则受到城乡二元结构外部化的劳动力再生产负担，在

结婚生子、赡养老人等压力下被迫返乡 [30]。因此，诸多研究结果表明，婚姻状况对于农民工的社

会融入程度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

但是，社会生态适应模型的分析框架将人际交往作为社会融入的具体指标进行分析，指出婚

姻状况对于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具有更为复杂和具体的机制，并对其在流入地的人际交往产生

阻碍作用。表 3 中模型 c 的结果显示，农民工的人际交往水平主要受到婚姻状况、住房产权所有

和语言能力的显著影响，其中在婚或与配偶同居的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的人际交往水平具有负面影

响。

4.2.4 身份认同水平

根据表 3 中模型 d 的结果，农民工的个体社会地位感知受到受教育水平、住房产权所有和语

言能力的显著影响，且三个因素均具有较高的影响程度。其中，农民工的住房产权所有通过综合反

映农民工的个体经济地位，对其内部心理的身份认同产生影响 [30]。在社会生态适应模型对农民工

社会融入问题的迁移运用中，受到拉力的农民工群体的流动原因与流动方向被归因为寻求美好生活

的自愿行为，并被分类为流入地的新永久居民和以外来工人为主要群体的“旅居者”[47]。在流入地

的拉力中，住房作为农民工在城市地区的居住空间，其产权所有与否使农民工群体内部划分出“新

永久居民”和“旅居者”两类群体。模型 d 表明，拥有住房产权的农民工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认知，

也对流入地具有更高的身份认同，更可能将自己视为“新永久居民”，从而影响着社会融入的程度

高低，体现出社会生态适应模型对于社会融入过程中经济立足和社会认可等因素的考察 [5]。

此外，社会生态适应分析机制中，通过对社会生态适应评估所涉及主要文化认同因素进行提取，

将生活满意度、自尊或自我评价、学校或工作环境适应被视为重要的分析要素。根据社会认同理论，

群体认同与自尊水平呈现正相关，而“感知到的歧视”则显著呈现出与自尊水平的负相关 [48]。这类

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下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再探究——基于 CGSS2021 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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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视行为主要源于流入地社会对非主流文化及非主流文化群体采取的否定态度，从而引发流动人

群的社会生态适应压力 [49]。以农民工为例，社会生态适应模型指出地区语言的使用能力对于文化

认同和感知到的歧视水平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19]，并从而影响其内部心理适应过程的身份认同。

5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分析了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中社会融入指标整合而成的社会融入度，通过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农民工社会融入度差异分化的影响因素，并为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中四

种社会融入度不一的社会生态适应策略提供了一定的解释依据。研究发现，对于农民工的社会融

入整体过程而言，农民工社会融入度受到个体受教育水平、语言能力、住房产权所有及婚姻状况

的显著影响。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依据社会生态适应模型的分析框架对农民工社会融入过程的经济立足、

政治参与、人际交往和身份认同四个指标进行了差异分析，发现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四个主要

因素并非均一地作用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而是通过差异性的影响机制，对社会融入的四个

维度发挥作用，从而使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表现出明显差异性。

首先，社会融入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包含受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其中社会生态适应的经济

水平、政治参与和身份认同三个具体维度受到显著影响。受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通过影响文化适

应能力、文化技能习得以及流入地对农民工的接纳或排斥和歧视行为，影响社会融入过程与结果。

既往研究认为，人力资本与文化能力对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入具有显著影响 [42]。诸多研究表明，

在迁移流动与社会融入前期，农民工受教育水平 [48] 与语言能力 [33] 等文化适应能力通过影响农民

工的城乡迁移意愿和自我身份认同。这些因素作用于农民工在城市地区的融入过程，影响农民工

接纳和认可流入地的文化所需时间的长短 [12]，以及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工作收入水平、社会参与能

力、被当地社区居民接纳程度等 [27]，从而使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农民工表现出社会融入水平的差异性，

回应了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中文化因素对于个体心理适应和社会适应的影响以及对社会融入水平的

作用 [26][50]。本研究进一步证实，在完成迁移流动后，农民工的文化能力对于社会融入的各方面表

现也具有积极影响。

其次，社会融入程度受到婚姻状况在婚或同居与否的积极影响，但在具体的人际交往维度上

受负面影响。这一结论首先回应了此前诸多研究的观点，表明婚姻与社会交往、生育等社会生活

和社会联系在农民社会融入过程中具有促进作用，并说明婚姻通过影响个体身份建构和社会地位

促进或延缓社会融入 [38]。不同于已有研究，本研究通过社会生态适应模型发现，婚姻状况并非对

农民工社会生态适应的所有维度都具有积极作用，而是指出了婚姻状况对人际交往存在着负面影

响。

再者，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包含住房产权所有，这一因素作为社会经济地

位的表征，影响经济立足水平和身份认同的指标。在社会生态适应模型理论框架下，住房产权所

有是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模式选择和收入水平等多方面的综合表现 [33]，常转化为农民工在流入地

的居住时长意愿、生存能力与生活质量等拉力或推力作用 [5]，影响农民工的个体地位感知、内部

分化与身份认同 [43]，从而使农民工表现出不同的社会融入程度。在居住成本日益高涨的当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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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群体在城市地区面临着巨大的住房压力 [42]。从租房成本或中国社会普遍的购房压力角度来看，

住房产权所有均减轻了农民工群体心理层面的融入压力，也为其定居意愿和社会经济地位等方面

的社会融入因素产生了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地区的社会融入过程中，其心理适应、文化适应和社会适应程

度可以被划分为经济立足水平、政治参与水平、人际交往水平和身份认同水平四个具体指标，并

受到以受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为代表的文化资本、以婚姻状况为代表的家庭因素和以住房产权所

有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地位所影响，在不同维度呈现出差异化的融入水平，并最终整合为个体之间

差异性的社会融入水平。

在中国流动人口以离土入城的农民工为主力军的现实背景下，农民工为城乡互动、城市建设

贡献强大驱动力。由于存在大量从户籍政策等社会性因素的视角进行的研究，由跨文化心理学角

度出发的研究相对较为欠缺。社会生态适应模型强调流出地与流入地双方文化在流动过程中发生

作用的相互性，说明社会生态适应过程的双向性，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由此前学界关注的“同

化”问题转向“社会生态适应”问题。本研究基于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侧重结合农民工社会融入的

社会文化与内部心理因素，从经济立足、政治参与、人际交往和身份认同四个维度考察农民工的

社会生态适应过程和社会融入程度的差异性。

本研究的不足主要在于所采用的数据样本量较少，且社会生态适应模型的四维度多元指标与

关键自变量的部分作用机制难以进行综合分析，可能对部分结果的显著性有所影响。但本研究尝

试迁移运用社会生态适应模型，尝试以社会心理学的视角解读中国流动人口中农民工的社会生态

适应问题，并通过 CGSS2021 数据对社会生态适应模型中农民工社会融入度的程度差异作出解释，

以期由此进一步修补、完善并提升社会生态适应模型对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解释力，将对

丰富和拓展后续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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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y the Social Ecological 
Adapt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Data of CGSS2021

LU Jie-hua, CHEN Xuan-qi
(Center for Soci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remains a significant topic for academic discussion under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data of CGSS2021, explores the 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by the social ecological adaptation model of social psycholo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education level, language 

ability, housing property rights, and marital status are the primar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hich 

exert a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n the migrant workers’ social integration, and also have a variety of impacts on their economic 

stability, political engagement,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social identity. By empirically examining the key factors in the social ecological 

adaptation model, the study delves deeply into the key factors and mechanisms affecting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provide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effectively mitigating the challenges in the migrant workers social integration in the urban areas they 

move in.  

Keywords: Migrant workers, Social ecological adaptation model, Soci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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